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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有效动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破解“乡村不动”困境，是乡村振兴亟需解决的重要问

题。现有研究多关注动员机制“何以有效”，而忽视了对动员成效“何以持续”的研究。本

文以R市“信用+志愿”治理创新为例，从规则嵌入、选择性激励与情感认同三个维度，探讨

动员机制的实践逻辑。规则嵌入确保了农民参与的规范性与可持续性，选择性激励提供

了直接的行为驱动力，情感认同则增强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情感联结与责任感。三者通

过“导之以规”“予之以利”“动之以情”的有机融合，构建了一个兼具制度规范、利益驱动与

情感凝聚的动员机制。这一机制不仅激发了农民的主体意识，也为乡村治理注入了可持

续的内生动力，为破解当前乡村治理中的参与不足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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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如何“动”起来：

农民参与动员机制的多维实践逻辑
——以R市“信用+志愿”治理创新为例

尹栾玉 李巧娟

一、“乡村不动”困境与问题提出

2023年，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的

决策部署，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建设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完善农民参与机制，中

共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乡村振兴局

等部门研究制定了《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指南（试

行）》，明确提出，要“组织农民参与乡村建设，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乡村建设为

农民而建的要求，坚持党建引领、村民自治，尊重

意愿、维护利益，程序规范、公开公正，强化保障、

注重实效，全过程、全环节推动农民参与，使农民

内生动力得到充分激发、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体现、

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引导广大农民用辛勤劳

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逐步使农村基本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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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条件”。这不仅为解决当前乡村治理中

的动员难题提供了依据，更从价值理念、制度原则

等多个层面，为农民参与机制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近百年前，梁漱溟先生曾提出，“号称乡村运动

而乡村不动”是乡村建设的最大困境。[1]梁漱溟的

乡建运动是中国近代乡村改造的重要实践之一，主

要包括经济改造、文化教育、社会组织与治理方面。

在实际推行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基础薄弱、农民

的保守性等原因，农民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参与度不

高，进而造成了“乡村不动”困境。近年来，在学术

界，“乡村不动”困境被视为制约乡村治理有效推进

的阻碍。这一困境凸显了基层治理体系中社会结

构转型与动员机制之间的张力。当前，我国乡村的

整体面貌持续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与质量不断提

升，但乡村治理依然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不动”困

境，农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一

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农民集体行动能力的不足。

在传统乡村社会中，血缘、地缘等关系曾是动员农

民的重要纽带，然而随着社会变迁，这些联结日渐

弱化，农民之间的组织性和协同性下降。

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系统工程，其

成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层群众的广泛参与。

有效的参与不仅需要制度设计，更需要持续的动员

机制加以支撑。参与动员应贯穿治理的全过程，逐

步内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面对现

实中农民参与动力不足、组织基础薄弱等问题，国家

在政策层面作出了系统性回应。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如何顺应政策导向，构建和维护稳定、高效的农

民参与乡村治理动员机制，成为当前乡村治理研究

中的关键课题。

二、研究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从“总体动员”到“技术动员”：基层动员的

转型

让乡村“动”起来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动员，是一

个“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

的过程”。[2]在“总体性社会”格局下，[3]国家对农民

的动员呈现出明显的总体性特征。所谓总体性动

员，是指以政府为主导、依托行政体系展开的强制性

动员，主要通过行政指令、工作分配与任务落实等方

式，自上而下实施。这种动员在资源整合和政策执

行方面效率较高，特别是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表现尤

为突出。然而，这种动员方式过度依赖科层组织的

运作，容易弱化农民的主体作用，难以形成持续的动

员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总体性支配格局转向了一种技

术治理格局。[4]伴随这种变化，“上令下行”的总体

动员的效力逐渐弱化，国家对农民的社会动员呈现

出从“总体性动员”向“技术性动员”的转向。在各

项重大国家治理事项中的动员机制愈发呈现出技

术化特征，如通过技术指标和绩效考核体系来间接

实现动员。有学者将这种通过数据治理、绩效考核

和信息化管理等技术手段以实现政策目标的动员

路径称为“技术动员”。[5]技术动员的优势在于，技

术手段的应用可以减少人为干预，提高动员的透明

度，增强农民对治理过程的信任。

（二）乡土性动员效力式微与基层动员制度

创新

在基层治理中，还长久存在着一种具有地方性

特色的非正式动员方式，即乡土性动员。这种动员

依托“关系”与“人情”，[6]通过亲属纽带和“面子”等乡

土性资源来组织和动员农民。乡土性动员相较于

正式制度安排，较少依赖外部资源，更多依靠熟人网

络和非正式规则进行资源整合，具有较强的灵活性

与适应性。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性

增强，村落关系网络日益松散，乡土性动员的社会基

础正逐步被解构。

由于治理任务日益复杂、农民需求多样化以及

乡村社会结构日趋松散，传统单一的动员机制已难

以满足当前乡村治理的实际需求。在乡村振兴战

略的推动下，基层政府积极探索创新，多个地区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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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出具有地方特色、行之有效的动员模式，基层动

员正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与此同时，学界也逐渐将

研究重点转向乡村治理中动员机制的创新路径。

例如，“回应性动员”强调通过需求评估与赋权增能

等方式回应农民诉求以实现有效动员、[7]“分配型动

员”则借助公共服务资金下乡契机构建分配型动员

体制，[8]“福利激励动员”将群众参与行为与具体福

利挂钩以增强其内在动力[9]等。然而，学界的相关

研究总体来看在理论上较为分散，且多从微观层面

分析入手，尚缺乏综合性的有力解释。此外，现有关

于农民动员机制的研究多集中于动员“何以有效”，

而对动员“可持续性”的关注则相对不足。因此，有

必要从学理上采用动态与过程视角，深入剖析参与

动员的内部机制，探究创新性动员方式如何实现效

果与可持续性的统一，以期为乡村治理提供更加可

行的路径与机制支撑。基于此，本文尝试整合多种

动员机制的实践逻辑，构建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为

相关研究提供系统化的理论解释。

（三）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规则—利益—情感

治理中的参与动员是“动员方通过一些途径或

手段激发潜在治理主体的参与动机，促使其进入治

理过程的行为”。[10]动员机制的核心议题在于如何

有效激发个体或组织参与特定的实践行动，以实现

预定目标。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以及乡村社会传统

纽带逐渐弱化的背景下，乡村治理中的农民参与动

员机制面临双重挑战，既要回应现代化社会规范与

制度的约束，也要调动农民的外在工具理性动力与

内在价值认同。结合田野研究经验，本文认为，乡村

治理中的有效动员应以制度规则、利益与情感多要

素的综合性动员为基础，以实现动员的广泛性与持

续性。虽然不同村庄的动员策略在经验事实层面

存在差异，但总体基于规则基础、外在利益动员与内

生情感动员的合力而形成。当然，在具体实践中，规

则、利益与情感要素的动员并不是绝对边界清晰，而

是相辅相成的。综上，本文为了分析便利，抽象出这

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首先，“规则”是研究农民集体行动与组织化的

关键变量，[11]在动员机制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农民

的参与往往是规则化的结果，特别是在政策推动等

结构性力量的介入下，规则能够为农民提供清晰的

参与框架和流程，增强农民参与的规范性和持续性。

因此，将规则纳入分析，有助于解释动员的制度化运

作及其对农民行为的规制效果。

其次，利益因素在动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中具

有重要作用。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体在特定情境

中会基于理性计算，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作出

行为决策。[12]农民是否参与乡村治理往往与他们预

期的经济回报、资源配置等现实利益密切相关。因

此，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与激励安排，增强农民参与乡

村治理的获得感，是动员机制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最后，动员机制亦需兼顾社会行动的伦理规

范、价值取向及其社会意义，从而达致深层次的驱

动。农民的集体行动不仅仅是基于理性利益的选

择，往往还受到乡土情感、社会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

等情感因素的激发。这些因素是维持动员成效的

关键所在。情感维度强调情感联结、认同与归属感

在动员过程中的作用。涂尔干认为，集体情感对社

会整合具有重要意义，集体意识的形成有助于增强

社会凝聚力与共同体意识。[13]个体对共同体的情感

认同，能够激发其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将情感

维度纳入分析视野，有助于解释非物质、非利益驱动

的参与行为，揭示更深层次的动员逻辑。

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动员机制通常体现为规则

基础、利益驱动与情感认同三者的有机融合。基于

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R市“信用+志愿”

治理创新为案例，提出“规则—利益—情感”三维分

析框架，用以解析农民参与动员机制的多维实践

逻辑。

三、案例呈现：乡村“动”起来的运行过程

本文选取的田野地点R市，是华东地区某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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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的县级市。多年来，该市以社会信用体系、志愿

服务体系建设为契机，不断探索基层治理的创新模

式。2012年，R市在市区范围施行信用积分治理制

度，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其后，该制度通过分批试

点，逐步“下乡”。2018年，“后进村”L村成为试点

村庄。该村位于R市东北端，地理位置较偏僻，约

有村民900人。L村长期面临资源匮乏、人口流失，

以及村庄内部软弱涣散等困境。该村引入信用积

分治理制度后，探索出一套完整的“从团队建设、项

目引领、活动开展到嘉许回馈”的村级积分治理体

系，动员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中，实

现了村风民风、民主管理以及人居环境的有效提

升。2023 年，L 村获评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纵观L村“动”起来的整体过程，可从参与规则

的构建、参与行动的组织以及参与成果的共享三个

维度进行系统分析。

（一）清晰化的参与规则：以信用积分制为框架

L 村将信用积分制度与村规民约相结合，制

定了符合本村实际的“信用积分版”村规民约与

《美德信用管理办法》等，量化 200 多项信息采集

事项，细化 11大类、35条考核细则，明确村民参加

志愿服务、邻里互助、移风易俗等美德行为的奖励

分值，形塑“德者有得”的观念。哪些事项可以获

得积分、如何确保积分采集的真实性、积分采集的

监督以及积分公示流程等，均需通过村民代表大

会讨论通过之后执行。如“参加‘清洁家园·美丽

乡村’、扶老救孤等志愿服务累计达到 4小时”，可

获得美德信用积分 1分；“组织居民协商解决农村

公共问题或开展文明睦邻活动”得 5 分；“乱堆乱

倒垃圾、乱堆乱放杂草杂物”扣 5 分等。同时，按

照“多劳多奖、少劳少奖、不劳不奖”的原则，所获

积分可用于置换相应奖励，包括现金、生活用品、

维修服务等。

L村建立了有关信用积分制的清晰化、标准化

的参与规则，将个体行为与集体目标有效联结。积

分制使参与规则具备了可量化、可执行的特性，减

少了传统乡村治理中模糊、不透明的规则带来的执

行难题，确保了治理的可预见性。这种规则化的参

与方式，有助于动员更多农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

事务。

（二）组织化的参与行动：以志愿服务组织为

载体

L村结合R市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契机，将各项

乡村治理事务“打包”成志愿项目，引导群众主动认

领，村民以“志愿者”身份参与治理活动，参与者可

根据服务时长获得相应积分。志愿服务内容通常

与村庄公共事务紧密相连，如环境保护、公共设施

维护以及乡村文化活动等。服务项目具有开放性

特征，以村庄实际需求和治理任务为基础，并在实

践过程中不断完善。村民可通过投入时间、劳动、

技能等各种服务方式参与其中，有效激活了村民的

主体性。农民也在实践中逐步培养了参与意识，主

动思考自身能够承担的角色与责任，并积极为村集

体提供建议，展现出更高的自主性与行动力。

2018年至2024年初，L村先后组建了红先锋、

美厨娘等14支志愿服务队（见表1）。开展修山道、

砌沟渠、清洁家园等大规模志愿服务活动200余场

次。村民的观念从原来的“要我干”向“我要干”发

生了转变，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得

到了明显提升。志愿服务与积分制的结合将自上

而下的治理任务有效转化为自下而上的“治理性参

与项目”。村民通过志愿者身份被编入各类志愿服

务队伍，使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碎片化、个体化的

参与行动逐步趋向制度化与组织化。

（三）共享化的参与成果：以提升公共服务为

旨归

L村紧扣“省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将通

过志愿服务“省”下来的支出，比如原保洁员工资支

出、修葺水沟等环境提升工程人工费等，以及集体

经济收入壮大部分，打造了“暖心食堂”“利民服务

社”“净衣社”“爱心农场”等 10余种村庄共享服务

平台，为村民提供免费公共服务。2018年至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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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L村志愿服务队概况

志愿队名称

红先锋

美厨娘

金手指

文曲星

菜篮子

橄榄情

一家亲

跑个腿

净衣社

利民社

鼓乐坊

刘大嫂

巧工匠

好家园

主要成员

党员志愿者

村内志愿者

村内会推拿的村民

学生志愿者

村内老年志愿者

退役军人志愿者

村内有威望、调解经验丰富的

老书记、老妇女主任及退休教师志

愿者

村内青年志愿者

村内志愿者

村内有相关技术的志愿者

村内锣鼓、秧歌舞爱好者、文艺

志愿者

村内热心公益、乐于奉献、富有

爱心的妇女

留守儿童的“爱心妈妈”，孤寡

老人的“贴心儿女”，服务基层的“铿

锵玫瑰”

村内瓦工、木工志愿者

村内志愿者

主要服务对象与内容

实行党员联户制度，党员定期走访联户群众、

帮忙解决困难、督导门前屋后环境清洁、走访慰问

老弱病残

到暖心食堂为村里70周岁以上老人、孤寡老

人、五保户等烹饪菜肴或送饭上门

无偿为老年人、残疾人、优秀志愿者等群体推

拿按摩

在节假日期间帮忙照顾老人和残疾人、参加劳

动实践、参与村庄环境卫生清洁

种植爱心农场蔬菜，提供给暖心食堂

开展结对帮扶将蔬果分发到困难党员、孤寡病

残村民、低保户家庭

村庄卫生清洁、村庄治安、便民服务、扶贫济

困、慈善捐助

到邻里议事厅轮流坐班，帮忙解决家庭、邻里

纠纷、普及法律知识、开办政策宣传讲座

为村内老年人、残疾人等外出不便群体，采购

药品食品、取送快递、代缴水电费等

为村内空巢、孤寡老人提供送菜上门、陪同就

医等服务

定期为生活困难、行动不便的老人清洗衣物、

床单被罩等

免费为村民维修农机具、电动车，提供理发、缝

纫等服务

节庆日组织锣鼓表演，丰富村内文化生活，为

村里子女参军户、诚信示范户等免费送喜报或证书

定期走访慰问留守儿童、辅导功课、帮助改善

伙食

走进独居老人及残疾人家中开展卫生清洁

为孤寡、卧床、残疾等老人进行社会养老保险

生存资格认证

为孤寡老人、残疾人等困难家庭免费修补房屋

墙面地面、桌椅板凳等

在村庄环境整治期间，为村内设计搭建竹制篱

笆墙、修缮村内排水沟渠、修缮破损墙体

负责村里人居环境，划片包干收拾村内外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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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村内老人及弱势群体1.5万多人次。其中暖心

食堂为村里30多名70岁以上孤寡老人、五保户、低

保户、重度残疾人提供免费午餐，为老龄化日益严

重的乡村提供了重要的内生支援力量。

L 村在打造公共服务平台的过程中，在村庄

内部建构了“共享”的公共价值，呈现出价值共创

的公共服务逻辑。[14]L村通过实践，将积分制转化

为推动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平台。治理成果共享

不仅增强了村民对村庄的信心与信任，还从“人

心”层面激发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四、案例分析：农民参与动员机制中的

多维实践逻辑

积分制与志愿服务作为近年来乡村治理中的

重要创新实践，已经显示出在动员农民参与乡村

事务方面的有效性。本文基于“规则—利益—情

感”分析框架，从“规则嵌入—选择性激励—情感

认同”入手，分析农民参与动员机制中的多维实践

逻辑（见图1）。

图1 农民参与动员机制的多维实践逻辑

（一）规则嵌入：导之以“规”

行动规则是维系行动秩序和规范的基本框

架，是动员机制中激励和约束的来源。规则不仅

为参与提供了合法性，还提供了明确的行为方向

和边界。然而，规则本身并不足以确保农民的主

动参与，其动员效能与嵌入性密切相关。受格兰

诺维特提出的“嵌入性”理论的启发，制度的有效

运行需要嵌入具体的社会网络之中。[15]

在乡村治理场域中，规则嵌入是指将行为规

范、政策规则等嵌入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和治

理结构中，形成新的治理规范，形成引导和约束农

民行为的框架。积分制与志愿服务只有实现规则

嵌入，才能转化为可感知的秩序和行动导向，从而

真正发挥动员效能。例如，将村民参与环境整治、

邻里互助、移风易俗等行为纳入积分评定，进而关

联到实物兑换、村务表彰等。相较于行政动员，嵌

入性规则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乡村社会传

播，能够更有效激活农民的内生动力，在一定程度

上避免了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和临时性，提升参与

的长效性与可持续性。

在村庄内部原有治理制度的权威性和约束力

逐渐弱化的背景下，新规则的嵌入通过更新治理

机制强化了村民的规则意识，并进一步增强了其

实践规则的自觉性。农民通过学习和实践，将这

些外部规则“内化”为自身的行为指南。在这种动

员机制的作用下，农民清楚地了解自身应履行的

职责、具体的行动方式以及可能获得的收益，从而

提高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和积极性。

总之，“导之以规”通过强调规则的引导作用，

使规则在动员机制中得以嵌入和制度化。这种规

则的嵌入不仅能够规范行为、提高行动的协调性，

还能够引导参与者主动接受和遵循规则，形成自

觉的行为规范，从而为集体行动提供有力的制度

保障。

（二）选择性激励：予之以“利”

利益是农民行动的重要基础，利益相关度越

高越有利于实现动员。[16]对忙于生计的农民而

言，参与道路建设、水利设施维护等村庄公共事

务，常被视为一种“吃亏”的行为。因此，动员农民

参与治理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让农

民切实感受到参与回报。奥尔森提出，人们在面

对公共事务时更倾向于“搭便车”，而“选择性激

励”有助于克服这一倾向。[17]选择性激励的本质

就是解决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收益问题，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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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具体的、个体化的利益激励，激发参与动机。

选择性激励包括经济激励与社会性激励。一

方面，经济激励是动员农民参与的基础途径。R

市推动各村设立“信用基金”，改变以往村民福利

“一刀切”的做法，把普惠的村民福利转变为差额

基金奖励。同时，农民可按积分等级兑换相应的

生活用品或其他与生计密切相关的资源，推动村

民由“干多干少一个样”向“奖勤罚懒”转变。另一

方面，荣誉感与“面子”等社会性激励，也是促进农

民参与积极性的关键因素。熟人社会是村庄生活

的底色，“面子值千金”则深刻体现了这一社会结

构下的行为规范。[18]与物质激励相比，对社会性

激励的期望，更能促进个体的持久参与。R 市在

各村对群众参与志愿服务情况进行评分、排名，并

评选出“优秀志愿者”，营造“当志愿者是先进”的

社会氛围。为增强荣誉感与仪式感，村庄不仅为

志愿者发放奖励基金，还大张旗鼓举行授旗仪式，

配发象征志愿者身份的“红马甲”。由此，参与村

庄治理从原本的“出风头”转变为“有面子”的行

为。以积分为媒介，激活了乡土社会中“面子”与

道德舆论的治理资源，使得“挣面子”与“挣荣誉”

成为村民参与的关键动力。

“选择性激励”的核心在于“予之以利”，即通

过提供契合参与者需求的经济、社会或心理回报，

激发其参与行为。在乡村治理中，这种激励机制

有助于将农民的个人利益与治理行为紧密结合，

解决参与成本与收益不对等的问题。通过定向分

配利益、实施差异化激励，不仅增强了农民的行动

意愿，也提高了集体行动的动员效率。

（三）情感认同：动之以“情”

规则与利益机制虽能解释多数动员机制的有

效性，但在乡土社会中，集体荣誉感与社区认同等

情感因素同样不可忽视，是推动和维系动员持续

性的关键支撑。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情感因素增

强了治理的“亲和力”，有效弥补了单纯依赖技术

或制度工具所带来的疏离感。[19]所谓情感动员，

是指通过情感的激发与运作，引导个体或群体重

新认知、评价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20]后

集体化时代，村庄的共同体属性不断式微，农民与

村庄之间的情感联结也逐渐弱化。在此背景下，

情感动员的核心在于，重构农民对村庄的情感认

同，进而激发内生参与动力。与利益激励相比，情

感认同能够提供更深层、更持续的参与动力。

具有仪式感的集体活动，是建构情感认同的

重要场域。[21]集体活动中产生的“情感能量”能够

强化个体对群体的忠诚度和参与意愿。“嘉许回

馈”不仅是对个体行为的奖励，更是对集体参与的

激励，是集体荣誉和身份认同的象征。志愿者的

授旗仪式、隆重的公开表彰等活动，既使农民获得

个人利益，也使他们感受到自身对村庄的贡献并

强化对集体的情感认同。情感认同是参与实践的

结果，同时也在过程中得到持续的塑造与深化。

此外，村庄公共服务的改善与提升，也有助于

增强农民对村庄的情感认同。L村将积分治理融

入公共服务生产，设立“暖心食堂”“利民服务社”

等，形成了“村社—农户”之间公共物品供给的短

链模式，精准表达出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

可以最大限度调动农民参与村庄公共事业的积极

性。[22]与此同时，“为集体做事”“为大家做事”的

导向强化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情感联系，进而增

强了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感、责任感和归属感。随

着实践深入，农民逐渐意识到参与乡村治理不仅

是为了个人利益，更是为整个村庄福祉做贡献。

积分治理、志愿服务等激发了农民的集体情

感，增强了他们对村庄价值观和治理目标的认同。

这种情感联结一旦建立，农民更可能自发参与公

共事务，从而促成一致的集体行动。不同于被动

式参与，认同式参与往往是主动的、积极的。情感

认同的强化使得主体的参与实践实现了一种“超

越”，为持续性参与注入来源于“人心”的动力。

（四）动员机制中的“规、利、情”

动员机制中多维实践逻辑的综合使用，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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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治理环境下的必然选择。规则嵌入、选择性激

励与情感认同，构建了一个既有外部约束、又有内

部驱动的综合性动员机制。其中，规则嵌入实现

了对农民的规范化、制度化动员。选择性激励主

要解决的是外在动机问题，情感认同则强化了内

生动力。利益与情感的双重驱动，可以使农民在

物质激励不足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的参

与积极性。同时在广泛、深入的参与实践中，新的

治理规则会逐渐内化为农民的自我约束。

“规、利、情”之间的动态平衡是有效动员的关

键。“规”侧重规范，“利”着眼激励，“情”关乎认同，

这三者在具体实践中需要根据不同阶段和目标进

行动态调整。例如，在动员初期可以以规则与利

益为主导，降低农民的参与门槛；在后期逐步转向

情感与认同，增强集体行动的凝聚力与可持续性。

通过这种阶段性组合，实现机制设计从功利到情

感、从外部驱动到内生动力的转化。

这一综合性动员机制通过长期的规则执行、

利益激励与情感塑造，逐步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

参与动员框架，使农民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

境中保持积极参与。

五、结论与讨论

R市通过治理模式创新，完善农民参与机制、

激发农民参与意愿，为治理主体弱化、资源相对匮

乏的地区，提出了一种可借鉴的乡村动员机制。

基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参与动员规则体系设计，增强公平

性与透明度。有效的治理模式依赖于制度规范的

执行力与长期稳定性，若设计不合理或实施过程

缺乏透明性，可能引发农民对规则的不信任，甚至

导致执行矛盾。应确保参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过

程公开且清晰。

第二，优化激励机制，拓展利益实现路径。现

有的激励机制应在物质奖励的基础上，探索更多

元化的激励方式。如引入更多公共服务，进一步

强化农民对集体行动的价值感。同时，应关注困

难群体的特殊需求，避免政策的排斥效应。

第三，加强文化建设，提升情感动员的持续

性。志愿服务和集体活动的动员效应离不开参与

文化的长期培育。应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社区认

同建设，通过组织乡村节庆、表彰活动等，逐步将

参与公共事务内化为农民的一种集体责任感。

农民的主体性自觉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是乡村治理的动力机制和目标追求。[23]动员能否

有效与持续，关键在于能否提升农民的幸福感与

获得感，从而激活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

参与动员不仅是治理主体与治理资源之间的互

动，更是治理价值的生产过程。随着基层治理的

现代化，动员机制必然需要具备适应性和灵活性，

以回应新的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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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Get the Countryside‘Mov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Practice Logic of Farmer Participation Mobilization Mechanisms

— A Case Study of the‘Credit + Volunteering’Governance

Innovation in R City

Yin Luanyu & Li Qiaojuan
[Abstract] How to effectively mobilize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governance and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rural inertia is a critical issu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Existing research tends to focus on

why mobilization mechanisms are effective, while overlooking the question of how such effectiveness can be

sustained. Taking the governance innovation of‘Credit + Volunteering’in R City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mobilization mechanisms from three dimensions: rule embedding, selective

incentives, and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Rule embedding ensures the normativ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farmer

participation, selective incentives provide direct behavioral motivation, and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strengthens the emotional bonds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collective. Through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guiding with rules’,‘motivating with benefits’and‘moving with emotions’, this

mechanism constructs a mobilization model that integrates institutional norms, interest-driven incentives, and

emotional cohesion. This mechanism not only stimulates farmers’sense of agency, but also provides internal

momentum for the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governance, offering both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resolving participation dilemmas in current 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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